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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雖然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以其國家學說著名，然而法律卻始終是他

理論體系中的重要主題。我們應如何理解霍布斯的法理論，以及對霍

布斯而言，（實證）法律與道德的關聯為何？便是這篇文章致力探討

的主題。本文首先指出，在法實證主義者與自然法思想家這樣的二分

法中，霍布斯的論述似乎踩在一個模稜兩可的位置，一方面霍布斯主

張法律即為主權者命令，因此霍布斯式法理論與後來奧斯丁的命令論

連結起來，也導致後來哈特的批判，但另一方面，霍布斯似乎又主張

主權者命令應當受到自然法的規約與限制，因此似乎傾向自然法傳

統，而本篇文章藉由霍布斯對自然法與實證法之間關係之探討要指出

的是：這兩種理論與傳統均無法涵蓋霍布斯的法理論。

關鍵詞：霍布斯、哈特、自然法、法實證主義、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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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實證主義者？自然法思想家？1

雖然霍布斯的政治思想以其國家學說著名，然而法律卻始終是

他理論體系中的重要主題，他的第一個版本的政治著作是《法律諸

要素》（The Elements of Law），在《利維坦》（Leviathan）中基本上也

用法律角度來探討宗教與政治問題，在探討國家法／實證法的第 26

章，一開頭霍布斯就把自己與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與西賽羅相提並論

（Hobbes, 1994: 173），霍布斯對於法律的重視，雖然有時被忽略，

但對於理解他的思想體系而言，其關鍵性是無庸置疑的。2 更具體的

說，霍布斯經常被當成是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的代表思想

家之一，甚至是創始者（Dyzenhaus, 2001: 461），主要原因在於霍布

斯將法律定義為「主權者的命令」，在論實證法（Civil Law） 3 的章

節中，霍布斯定義實證法為：「對於每一個臣民而言，〔實證法〕就

是國家用語言，文字或其他充分的意思表示，命令他用以區別對與

錯的規則」（Hobbes, 1994: 173）， 4 這種「法律等同於主權者命令說」

1 這個標準的「實證主義與自然法的對立」（the standard positivist/natural law 
oppositions）包含了許多元素，諸如「實證法與道德，國家與教會，世俗的
與超驗的，命令與建議，威脅與內在義務，意志與理性」，而如 Boyle指出
的：霍布斯法理論的內涵顯然並不如法實證主義者一般僅僅包含左邊的選項

（Boyle, 1987: 392）。
2 關於霍布斯與當時英國習慣法傳統的對立，參見 Stoner（1994: ch. 4）。
3 有些翻譯將 civil law翻譯為民約法，經審查人指出，雖拉丁文的 cive原
指國家，但近代國家成立，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cive指涉民間，因此本文
統一以實證法指涉 civil law，因為霍布斯主要探討的便是作為主權者命令的
國家法律與自然法之間的關聯。
4 在《一個哲學家與英格蘭普通法學生的對話錄》（A Dialogue Between A 
Philosopher and A Student of the Common Laws pf England）中，霍布斯提供
更詳細的界定：「法律就是擁有主權權力的人，向他或他們的臣民所發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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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霍布斯對法律的探討經常被聯想到奧斯丁（Austin）的命令論

（Murphy, 1995: 852），奧斯丁的命令論首先定義所有法律都是某種

命令，其次認為法律的規範效力（也就是人們為了甚麼理由服從法

律）來自於法律附加的懲罰，人們遵守法律是因為不想遭受懲罰，

這是一個外在的動機，換句話說，這種法律理論一方面認為法律規範

性與道德5上的應不應該沒有關聯，另一方面也認為人們服從法律純

粹只是一種對威脅的退讓與妥協，因此也有論者將這樣的法律理論

稱之為「壞人的法理論」（bad man’s theory of law）（Finkelstein, 2006: 

1211），在這個意義上，霍布斯被當成是這類法理論的奠基者。

然而霍布斯真的是一個法實證主義者嗎？霍布斯的政治思想與法

律論述似乎共享同一種命運─某種永遠難以被清楚分類的神祕宿命

─「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哈姆雷特」─其中一個導致爭議不休

的原因便是，即便在最具實證主義色彩的《利維坦》中，霍布斯仍花

費相當篇幅論述自然法 6 的角色與重要性 （參見 Boyle, 1987: 392）。7 

命令，公開且明白地宣告每一個人可以做甚麼，以及必須克制不做甚麼」

（Hobbes, 2005: 31），霍布斯所主張的作為主權者命令的實證法正是要針
對當時英國普通法傳統中強調「理性的人為完美產物」（artificial perfection 
of reason）高於「主權者理性」（sovereign reason）的觀點（Stoner, 1992: 
118-119），此處感謝審查人建議。
5 「道德」是多義的概念，此處所指涉的道德並不是「道德性」也並非俗稱

的「良知」，而是指「自然法，理性法，價值準則，正義原則等等非實政法

的價值理念或規範」（顏厥安，1998，頁 37）。
6 此處感謝審查人指出自然法的多義性，包含「自然的法」或「自然法

則」，霍布斯在《利維坦》中界定自然法（Lex Naturalis）為某種「由理性發
現的普遍的規則，它禁止人們去做會毀滅生命，或剝奪保護生命的手段，或

是不去做他認為最有利於生命保全的事情」（Hobbes, 1994: 79），在霍布斯的
用詞當中，law of nature 與 natural law交互使用，同樣指涉某種教導與規約
人們保全自身的法則。
7 在近年霍布斯政治思想研究中，對自然法的地位與功能的文獻探討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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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讀者能夠先擱置這個「霍布斯是法實證主義者」的印象，霍

布斯的自然法論述有時具體與實質到甚至被拿來跟傳統自然法思想家

阿奎納斯（Aquinas）相比較（Murphy, 1995; Dyzenhaus, 2001）， 8 這

樣的自然法論述顯然讓不少讀者感到困惑，如果這是真確的，霍布斯

是否還適合被被歸類在法實證主義者陣營中呢？背後隱藏更關鍵的問

題則是：如果霍布斯的自然法確實具有規範效力，那麼霍布斯式主權

者的無限權力又在何種意義下受到限制呢？9 一個有限的霍布斯式主

權者似乎顛覆了我們對霍布斯政治思想的一般想像，一個「有限制的

無限權力」是不是只是一個邏輯的悖論呢？

這個「有限性」以及自然法與實證法的關聯早在半個世紀前就被

霍布斯的諸多評論者研究、探討，並發展出大略三種應對策略：其

一，有些評論家將這個「看似受約束的無限主權者」視為霍布斯政

治思想中的致命缺陷，若要使理論完整則應當發展出超越於霍布斯

的霍布斯式理論（Hampton, 1988; Kavka, 1988）；也有人試著論證：

相當迅速，傳統看法認為霍布斯版本的自然法只不過是一種「對於個人利益

的明智計算」（the enlightened calculation of individual self-ineterest）（Skinner, 
1964: 321），亦可參見 Oakeshott（1991）、Watkins（1965）。但近年來學界開
始注意到霍布斯關於自然法規範性的論述，儘管對於自然法規範性的源頭何

在仍有爭議，可參見 Boonin-Vail（1994: 93-106）、Lloyld（2009）。
8 以往霍布斯經常被當成是一個斷絕所有傳統的極富原創性的思想家，但

是一個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並不表示他需要廢棄這些傳統所給予的思想資

源，就如同霍布斯對於傳統自然法理論所做的種種變革，並不必然表示他不

把自然法視為重要的理論工具，對於霍布斯被認為是一個孤獨的私，隔絕於

他的時代的思想家的印象，史金納已經非常有說服力地提出了質疑與挑戰

（Skinner, 2002: ch. 9）。
9 這甚至被稱之為霍布斯政治思想中最困難的謎題（the most difficult 
puzzle）（Klimchuk, 2012: 179），任何探討霍布斯的自然法與民約法關聯的討
論都無法不正面回應這一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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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霍布斯的主權是絕對的，但這個「絕對權力」並不必然對應「絕

對服從」（Sreedhar, 2010: 125）；又或者乾脆主張霍布斯雖然提出了

自然法，而且也確實認為自然法有約束力，但真正用意在於架空自

然法的傳統功能，即限制主權者，所以是一種「自我抹滅的」（self-

effacing）自然法（Lloyld, 2001），或是甚至認為儘管霍布斯明確認為

自然法與實證法「相互包含」，然而實際上霍布斯認為真正的包含者

是實證法，因為自然法必須依賴實證法才能成為真正的法律，因此可

以說「國家變成了自然法的必要條件〔⋯⋯〕缺少國家權力，則無自

然法存在之空間，〔所謂自然法〕將僅僅是一系列驅使人們傾向和平

與服從的〔道德〕品質」（Boyle, 1987: 406），這種策略基本上採取的

是削弱自然法功能的路線，也因此未能真正理解自然法論述在霍布斯

法理論中的角色與重要性。

其二，也有論者試圖更嚴肅看待霍布斯的自然法論述，甚至為了

強調自然法的規範效力而不惜「分裂重組」霍布斯的政治理論，將與

自然法規範效力有衝突的論述捨去，在這種詮釋下霍布斯政治思想看

似與義務論者相去不遠（A.E. Taylor, 1938），然而筆者以為此種策略

因小失大，反而無法提供對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整體一貫性理解。

其三，當前有一些評論者開始從「實證法與自然法的關聯」角

度切入，這也是目前我以為對於這個難題最為可行的方式，有論者

有主張「自然法」與「法實證主義」都無法界定霍布斯的法理論，

應稱之為「反實證論者」（anti-positivist）較為精確（Dyzenhaus, 2001: 

463; 2012），除此之外，也有論者主張：相較於法實證主義者，霍布

斯對於主權者立法的限制可能更加接近現代自然法論者富勒（Lon 

Fuller）（May, 2013），筆者以為此種由法律角度切入的進路最為可

行，然而前述論者並未進一步處理如若霍布斯政治理論確實留給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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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外的規範性判準空間，那麼霍布斯如何處理規範性判準與實證法

潛在的緊張與衝突，筆者在第四節中藉由較常被忽略的霍布斯對法官

判決的論點作為本文的補充。

這篇文章處理的便是這個基本問題：究竟在霍布斯的思想體系

中，自然法與實證法的關聯是甚麼？接下來的文章裡，我將首先闡述

霍布斯自己對這個關聯的說法，亦即當霍布斯指出「自然法與實證法

相互包含」時，他究竟表達了甚麼（第二節），然後探討為何霍布斯

的名字與法實證主義者總是被連在一起，最後提出的論證如下：在諸

多自然法條款中，就法理論而言最具代表性的一條就是自然法第十一

條衡平／衡平法，這也是自然法與實證法關聯當中最能彰顯霍布斯與

法實證主義者背離之處，雖然主權者的命令就是法律，然而所有的法

律都需要詮釋，在各層級法官進行詮釋法律意旨工作時，他們必須依

照衡平法的精神來解釋法律，否則的話，在某些情況下，某些法規甚

至不成為真正的法律，這樣的論證開啟了一個作為反實證主義者的霍

布斯的可能性，而且同時又能保全霍布斯的絕對主權概念，但首先，

霍布斯自己的論點需要被釐清。

二、何謂「自然法與實證法相互包含」論題？

霍布斯自己的回答是：自然法與實證法是一種相互包容的關係，

這一段文本看似清楚實則模棱兩可，引起不少討論，特引整段如下：

自然法與實證法是相互包容且範圍相同的（contain each other, 

and are of equal extent）⋯⋯國家一旦成立之後，它們〔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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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成了實際上的法律，在這之前則不是，因為此時它們成為

國家的命令，於是也就成了實證法，此時強制人們服從它們的

則是主權者之權力，因為在民眾的糾紛當中，要宣布甚麼是衡

平，甚麼是正義，甚麼是道德，且使這些具有約束力，則需有主

權者的法令，以及對違反者施加懲罰，因此這些法令便是實證法

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自然法在世界各國都是實證法的一部分，

反過來說，實證法也是自然命令的一部分，因為正義（即履行信

約並將屬於每個人的東西給予他）是自然法的命令，而在國家之

中每一個臣民都訂立了信約要服從實證法⋯⋯所以服從實證法本

身就是自然法的一部分了，實證法與自然法並不是不同種類的法

律，而是法律的不同部分，其中以文字載明的部分稱為實證法，

沒有明文的部分則稱為自然（重點為筆者所加）（Hobbes, 1994: 

174-175）。

表面上看來，霍布斯說明得似乎很清楚，所謂的「自然法包含實

證法」之處在於：因為自然法第三條為正義條款，要求人們履行所訂

定的信約，而主權者來自於信約，所以正義條款的實行（自然法的要

求）也就是要服從主權者的命令（實證法）；而所謂「實證法包含自

然法」則是因為主權者必須以命令強制人們實踐自然法的內容，也就

是前述種種有助於和平的道德品質，換言之，實證法的「內容」源自

於自然法中這些道德條款，在這個意義上實證法似乎受自然法「限

制」，主權者的職責被限定為以附加懲罰的法令使人們服從。

必須指出的是：這兩部分的說明分別導引讀者至兩種不同的對霍

布斯主權者的觀點：「自然法包含實證法」的部分似乎是在轉化傳統

的自然法理論並削弱其權威，既然自然法的內涵便是告知人們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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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實證法，那麼傳統自然法理論核心的限制政治權威功能便大為減

低，而比較像是為主權者服務，有論者便批評這是霍布斯刻意為之，

以傳統自然法所規定的道德品質為偽裝，實際意涵卻是要使自然法不

再是主權者需要畏懼忌憚的更高權威，「聲音雖是雅各（Jacob）的聲

音，但卻是以薩（Esau）的手」（Harrison, 2012: 35）， 10這也在某種程

度上導致了下一節中將霍布斯歸類為法實證主義者的觀點；然而另一

方面，因為實證法似乎也必須包含自然法內容，所以似乎是在說實證

法作為主權者的命令，內容已經事先被限定，而這個「限定」究竟是

一種「有拘束力的限制」，或僅僅是一種「道德勸說」正是前述霍布

斯政治思想中長期以來的戈迪恩之結（Gordian Knot）。

換個方式來陳述這個爭議的話，也就是「在何種意義下主權者權

力一方面受到自然法「拘束」，另一方面主權者又是唯一且最終的自

然法詮釋者？」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所謂的「自然法與實證法的範圍是

相互包含且相同」的這個命題，霍布斯明確指出：「實證法與自然法

並不是不同種類的法律，而是法律的不同部分，其中以文字載明的

部分稱為實證法，而沒有載明的部分則稱為自然法」（Hobbes, 1994: 

175），有論者認為此處的「範圍相同」指的是「核心要點」的一致，

這意味著自然法與實證法之間永遠不會產生衝突（以下稱為缺乏衝突

說）（Murphy, 1995: 855-857），這個說法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因為

傳統上將霍布斯視為法實證主義者早期的支持者的主要論據通常來自

於：霍布斯似乎認為，一旦自然法與實證法之間相互衝突時，霍布斯

主張實證法的效力優先，換句話說，霍布斯是個法實證主義者似乎正

是因為他所謂的自然法效力並不優先於主權者的命令，然而這個「缺

10 此為創世紀章中，雅各（Jacob）聽從母親利百加的話將羔羊的皮覆蓋在
手上，偽裝成兄長以薩（Esau）去騙取父親祝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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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衝突說」的主要論據卻是：實際上這兩種法律並不會相互衝突，這

個可能性有兩種：其一，主權者命令臣民履行某些自然法在內心層次

並未禁止的行為，其次，主權者命令臣民所為之事，雖然自然法在內

心層次禁止（例如說自然法禁止人們向他人表現驕傲、輕蔑，因為這

會導致衝突），但是因為自然法並未約束臣民的外在行動，此時主權

者的命令與自然法仍然可以並行不悖。第二種情況顯然較為關鍵，此

處墨菲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詮釋，他認為之所以這兩種法律永遠不會產

生衝突是因為即便當實證法看似與自然法的誡命有所衝突時，此時主

權者的命令轉變了外在環境條件的性質，而使得遵守自然法的前提

─其他人也遵守自然法要求─不再成立，此時自然法的效力就如

同霍布斯描述的轉為「僅僅約束內心」，而主權者的命令則約束外在

行為，藉由約束外在／內在的效力區分（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n 

foro interno and the in foro externo），自然法與實證法在效力上便永遠

不會相互衝突，因此可以說這兩種法律是「相互包含與相同」，舉例

而言，當主權者下令殺死所有的傳訊使者，這看似違背了自然法第

十五條確保傳訊使者人身安全的誡命，然而此時如果理解到，主權者

的命令已經改變了原本第十五條自然法能夠具有外在約束力的環境條

件（因為在主權者命令下其他人將可能不會遵守自然法），那麼此時

第十五條自然法的約束力便僅止於內心，也因此即便臣民遵照主權

者命令殺死傳達和平訊息的使者也並不再理論上真正與自然法衝突

（1995: 856-857）。儘管此一分析深入且看似合理，然而，霍布斯的

自然法論題中的「相互包含」真的意味著兩種法律之間「缺乏衝突」

嗎？很自然的一個疑問便是：僅僅在《利維坦》文本中，霍布斯就屢

次論及自然法對於主權者命令所產生的可能的限制（參見第四節），

這也就是說，作為實證法的主權者命令與自然法的誡命之間實際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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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所衝突，這也就是「限制」存在的意義，當不可避免的衝突發生

的時候，其中一種法律有能力限制另一種法律，換言之，前者在效力

上優先於後者，所以儘管衝突存在，但衝突能夠被化解，因此關鍵在

於探討當實際上兩種法律衝突時，霍布斯的解決之道是甚麼，而為了

指出霍布斯的解決之道與他所留下的典型法實證主義者印象之間的差

異，首先必須闡明在一般觀念中，作為一個法實證主義者的霍布斯是

甚麼樣子。

三、霍布斯作為法實證主義者？11霍布斯與哈特
之比較

就霍布斯被視為法實證主義者而言， 12英國法理學家哈特

（H.L.A. Hart）可以是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因為雖然哈特將霍布斯看

11 法實證主義概念本身有爭議，一般認為法實證主義的核心命題如下：

（1）法律與道德沒有必然關聯（又稱可分離命題）（separability-thesis），
（2）法律的存在與內容由社會事實所決定（又稱社會事實命題）（the social 
fact thesis），這連結到法理學方法論的第三個命題，也就是（3）法實證主
義認為「法理學的任務是以不涉及道德評價的方式來說明法律的概念」，本

文主要探討的是第一個分離命題，關於此一主題的深入探討，參見王鵬翔

（2010）。
12 哈特歸納五個最常被視為是法實證主義核心的命題，包含：（1）法是命
令，（2）法與道德之間並無必然連結，（3）法概念的分析應該與其他法研究
的面向（如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分開，（4）法律可以僅運用邏輯工
具演繹得出，不需參考外在的社會政策或總體目標，（5）價值的不可知論
（轉引自顏厥安，1998，頁 59-60），在這篇文章裡，採用學界共識以命題
（2）法與道德分離為主要判斷霍布斯與法實證主義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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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奧斯丁（John Austin）法律制裁論（sanction-theory of law） 13的

同路人並加以批判，然而霍布斯自己的法理論卻常被拿來與哈特做比

較。哈特對他所理解的霍布斯式法律命令論的批評可以簡述如下：法

律不只是「以威脅為後盾的命令」（orders backed by threat），否則的

話，國家頒布的法律就會類似於某種「搶匪情境」，哈特對此的描述

明確地指出了他認為命令／號令需要某種「對權威的服從」，而不是

「對威脅的屈服」：

搶匪脅迫了銀行行員，而銀行職員屈服於搶匪的暴力之下，在這

種情境下，許多有趣的語言問題會發生，例如，我們或許可以

適當地說，搶匪「喝令」（ordered）職員把錢交出來，而行員照

著做了，可是如果我們說搶匪向職員下達命令把錢交出來，聽

起來就會有點怪怪的，因為下達命令這個聽起來有點像在軍隊

裏頭使用的詞彙，或多或少隱含著下達命令者擁有命令他人的

權利（right）或權威（authority），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是搶匪向

負責把風的手下下達命令，這樣聽起來就很自然了（Hart, 1994: 

19）。

這個例子顯示的是，對哈特而言，命令必定與某種權威有關，

「對人發號施令主要靠的是對人行使權威（authority），而不是運用

對人造成傷害的權力（power），儘管發號施令也有可能結合傷害作為

威脅，但是它主要訴諸的對象仍然是對於權威的尊敬，而非畏懼」

（Hart, 1994: 20），換句話說，如果霍布斯主張主權者的命令建立在

單純的權力（而非規範性的權威）之上，那麼霍布斯就是錯失了命令

13 參見 Shapiro（2011: ch. 3）、莊世同（201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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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威之間的內在關聯。

然而，如果這便是哈特對於霍布斯式的法理論的批判，拉登

森（Robert Ladenson）主張這是對霍布斯的一種誤解，他主張對霍

布斯而言，政府權力（governmental power）並不等同於政府權威

（governmental authority），因為政府權威還需要證明自身擁有統治的

權利，這種統治的權利本身是一種「證成權」（justification right）， 14

也就是某種「需要對自身行為提出證明，但沒有同時產生他人負擔義

務的權利」，自我保全的權利是其中典型的例子，當人們因為自保而

違反了道德或法律上的限制時（例如說，當漂流在海上二十天以後，

為了保全生命而殺死並吃掉同伴；或者在爭奪救生艇位置時，將無辜

的婦女或小孩推落海中），人們會訴諸當時情境的緊急與必要性來證

成自己所做出的違法行為，人們訴諸證成權來說明自己所做的事在某

種意義上仍然是正當的，但是這樣的說明與證成並沒有讓其他人負擔

接受的義務，換句話說，相對於請求權（claim-right），主張自己行為

可以被證成的人無法預期他人「有義務同意」他或她提出的證成理由

（Ladenson, 1980: 137-140），而霍布斯式主權者必須要訴諸這種證成

權才具有統治的權威性，換句話說，霍布斯並不認為單純的權力或強

力能夠窮盡主權權威的內涵。

墨菲（Mark C. Murphy）也提出類似觀點，主張儘管霍布斯也界

定法律為主權者之命令，然而在「命令」與「主權」概念兩方面都與

奧斯丁有顯著不同。首先，儘管對兩者而言「命令」都會導致「服

14 拉登森此處援用 Feinberg對權利的分類，相對於不產生他人義務的證成
權，訴諸請求權的同時，他人也負擔相對應的義務與責任，參見 Feinberg
（1970），類似架構可參見 Hohlfeld的自由權（liberty right）與請求權
（claim right）對比，亦有論者將霍布斯的自然權利界定為「不產生他人負擔
義務的自由權」（Curra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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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的結果，但是對霍布斯而言，命令本身就是服從的理由，換句話

說，臣民服從主權者的指令不單單是因為考慮到不服從的懲罰性後

果，或是考慮到服從的好處，而是因為具有拘束力的自然法要求臣

民服從主權者的命令本身，墨菲認為在這一點上，霍布斯主權者的

命令本身就具有「給予理由」（reason-giving）的力量（Murphy, 2016: 

342）；其次，另一個霍布斯與奧斯丁之不同在於兩人對主權概念的

界定，墨菲指出對後者而言，主權僅僅是一個社會事實（a matter of 

social fact），要辨認社會中的主權者並不牽涉到人們對於這個主權者

是否符合資格的問題，換言之，「辨認一個在社會中已經存在的主權

者是誰」與「這個主權者是否符合某些規範性的標準」是徹底兩個不

同問題，然而在這一點上，霍布斯與奧斯丁截然相反，對霍布斯來

說，主權者概念徹頭徹尾是一個規範性概念，而不僅僅是事實問題，

主權者概念必然牽涉到臣民對其產生服從義務，更白話的說，墨菲的

意思似乎是：對奧斯丁而言，一個社會中被大家習慣性服從的主權者

與這個主權者是否有很好地履行其職責，或符合其責任要求保護臣民

（舉例而言）是不相干的，被臣民習慣性服從的對象也有可能完全背

離主權者應當如何行事，然而對霍布斯而言，若是一個政治權力持有

者被界定為主權者，那必然蘊含著這個權力符合某些規範性判準（例

如說為某特定疆域內的臣民提供了人身的保護），而符合這些判準便

使得臣民「必然地」對這個權力負有某種服從的義務，換言之，臣民

「應當」服從符合了某些要求的政治權力，臣民「應當」肯認這個符

合標準的政治權力為主權者，不如此做的臣民因此違背了他們的政治

義務，可以被視為不義。15

15 值得注意的是，墨菲在此也批評某些忽略了這個「主權者」與「臣民服

從義務」之間內在關聯的論點，他認為這種理解霍布斯主權概念的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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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zenhaus更進一步提出了深入的見解，他將法律的判準區分為

「有效性」（Validity）與「合法性」（Legality），前者指的是法律要有

效必須公開頒布，且必須使人民能明確知道這是來自主權者的意志，

這就需要讓人民清楚知道誰是主權者，這些條件的用意也可以被看

成是一種公開性的判準，主權者作為一個「人造人格」（an artificial 

person）必須「公開地意志」（has to will publicly），該意志才能具有

法律效力，後者指涉的是「凡是主權者的法律必須依據自然法精神

加以詮釋」，Dyzenhaus區分這兩個判準用以探討法實證主義者的立

場，他指出：對於嚴格的法實證主義立場而言，只能接受有效性的

判準，而對於較溫和的法實證主義者而言，法律效力的判準也可以

把合法性判準考慮進去，但是一旦當主權者的命令公告周知（即通

過了有效性判準），但卻與自然法精神衝突（牴觸合法性判準）時，

溫和法實證主義者仍然會認為這是有效的法律（Dyzenhaus, 2012: 

198-201），Dyzenhaus認為霍布斯與這兩者都不同，藉由霍布斯對法

官依據衡平法詮釋法律的論述，Dyzenhaus認為利維坦並非一個隨己

意行事的無限權威，而應該被看成一個建立在一些根本規範上的「道

德社群」（moral community），在其中所有法律成員都應該盡可能使

主權者權威能夠透過法律而順利運行，也就是要盡一切可能憑藉衡

平與衡平來解釋主權者的意志，使之成為法理上的正當權威（de jure 

or legitimate authority），在這情況下一旦出現了直接違背與牴觸自然

法精神的命令時，對於臣民而言這道命令便失去了權威性（no longer 

intelligible to him as authoritative）（2012: 209），如果這樣的理解是正

確的，或許我們可以說，牴觸了道德的法律便不再是法，而只是霍布

「霍布斯式」（Hobbesian）的，而非「真正的霍布斯」（real Hobbes）（Murphy, 
2016: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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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所謂的敵意行為。16

檢視這些霍布斯與奧斯丁之差異處，也許能夠提供我們反思哈特

提出的線索，哈特對於「奧斯丁—霍布斯」的批評經常讓人一方面誤

解霍布斯確實主張某種奧斯丁式的法理論，另一方面也使人誤解哈特

的立場與霍布斯相對立，然而我以為這兩點都值得商榷，除了有論者

探討霍布斯在許多立場上與哈特的相似處以外，在此處重要的是哈特

的分析讓我們注意到對於界定「霍布斯是否為法實證主義者」的一個

關鍵問題：在自然法具有拘束力，且自然法確實規定了主權權力範圍

的前提下，當主權者的命令超出了自然法的限制時，主權者的命令是

否還是法律？這是法實證主義的核心原則─也就是實證法並不受所

謂的道德法影響其作為法律的地位─表面上看來霍布斯似乎給的是

肯定答案，也就是實證法不受道德原則限制，這也就是哈特批判之處

─主權概念應當涉及規範意涵，而非單純的權力─然而藉由前述

拉登森，墨菲與 Dyzenhaus之分析可知， 17霍布斯給出的答案遠非如

此明確，一方面他似乎認為主權者違反自然法的罪惡（sin，而非罪

行 crime）有可能會導致主權者失去他的政治權力，因為臣民會不滿

且憤怒，也因如此主權者的利益可以說必須與臣民利益完全一致的，

16 類似理解亦可參見 Stoner（1994: 74），在探討霍布斯對習慣法傳統的批判
時，Stoner指出霍布斯的自然法論述中所強調的衡平精神，是霍布斯用以對
抗教士與習慣法學家的武器（1994: 73），而霍布斯採用的方式則是藉由「法
官判決需考慮衡平精神」這一主張，讓自然法得以進入民約法 （1994: 74）。
17 儘管此處三個論者的詮釋內涵有所不同，此處與「霍布斯是否可被認定為

法實證主義者」相關之共通點在於：三者均從不同角度指出「霍布斯式主權

權力」與「單純強力」的差別，除了同意此一洞見以外（也就是霍布斯的主

權概念蘊含規範性判準），筆者在第四節中所欲補充的是霍布斯如何在其對

於法官判決之論述中，試圖去消弭這個規範性判準（亦即自然法）與實證法

之間潛在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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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說主權概念本身具有規範性，亦即，主權權力仍受到道德原

則的指導與規約；另一方面，由前一點衍生而來的意涵是：主權概念

本身是一種證成權，主權者必須證明自身具有行使該權力的正當性，

因此絕非單純的權力或強制力便能窮盡霍布斯的主權概念。

然而霍布斯法理論的複雜性也在此處顯現無遺，因為同時他似乎

也拒絕主張「違反了自然法核心的主權者命令就不是法律，或者就

不具有法律效力」，關於這一點有兩個例子特別突出：其一，霍布斯

主張當主權者下令要處死或傷害其臣民時，其臣民雖有拒不服從的權

利，然而同時霍布斯也強調此時主權者的命令儘管是違背了當初臣民

訂約時所同意的範圍，主權者完全「有權利」頒布此命令，其二，

霍布斯提及良法（good laws）與公正的法律（just laws）之區別，凡

主權者頒布的法律都是正義之法，因為正義在霍布斯的界定下僅僅

是「不違背信約」（Hobbes, 1994: 89），因此藉由信約而建立的主權者

具有立法的權利與正當性，只不過正義之法並不一定都是符合自然

法條款的良好法律，「良法即是為人民公益所需且清晰明確的法律」

（1994: 229）， 18這兩點讓霍布斯看似肯認了法實證主義的核心原則，

即「法律的效力獨立於其內容」， 19綜言之，霍布斯看似在當實證法與

18 類似論點可見哈特探討納粹舊政權之下所發生的告密案，哈特一方面主

張惡法仍應保持作為法律之效力，但這並不表示這條法律包含了人們服從的

義務，惡法有可能因其太過邪惡而使人無法服從之（too evil to be obeyed）
（Hart, 1958: 620）。
19 顏厥安指出這是法實證主義的一個核心特徵：「由於法實證主義者將『法

規範內容上之應然義務』與『服從法律之義務』加以區分，因此一方面將法

規範之效力決定標準脫離其內容，而可由純粹形式因素判斷，無須訴諸於良

知或其他正義理念等。另一方面法實證主義者亦可坦然接受『惡法亦法』之

命題，並在面對各種指責時指出：惡法亦法，但不必然包含服從義務，並更

進而可以主張：在這種觀點下我們反而可以更清楚地指出現行有效的法律其

內容為何，而不至於將其與我們個人的道德信念相混淆」（顏厥安，19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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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衝突時，提出了兩種對立的論點，一方面他似乎認為主權者的

命令（實證法）應受到自然法的約束，否則主權權力無法證成自身的

正當性，但另一方面他又似乎認為實證法雖不一定符合自然法，但實

證法仍應當具有法律的效力，主權者的命令皆為正義之法，為了更加

清楚霍布斯的論點究竟為何，我們必須進一步檢視當實證法明確且毫

無疑義地違背了自然法精神時，霍布斯的說法是甚麼，筆者以為，霍

布斯對於作為法律詮釋者的法官所扮演的角色所提出的論述相當有啟

發性。

四、霍布斯作為自然法思想家？自然法「拘束」
實證法？

儘管霍布斯在其著作中不乏對自然法的論述，讀者仍質疑這些自

然法論述不過是絕對權力的偽善包裝，或者更進一步，認為霍布斯的

自然法並無實質規範效力。第一個質疑有其合理性，畢竟眾所周知，

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核心在於證成主權者的絕對權力，然而筆者以為

至少有兩個理由可以認為自然法條款在其政治思想中也扮演重要角

色，並不只是象徵性的語言裝飾：首先，霍布斯在大部分著作當中

都詳列自然法內容，雖然內容有細微變更，但自然法的基本條款內容

大同小異，自然法二十條條款主要明列於《利維坦》第 14與 15章，

自然法的效力與運用實例則可見第 26、27章，霍布斯的自然法內容

主要是「衡平（equity）、 20正義（justice）、感恩（gratitude），以及依

295）。
20 此處感謝審查人指出「公道」與「衡平」用語上的考量，本文統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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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它們所產生的其他德行（moral virtues）」，且自然法條款構成了道

德的永恆不變內涵，「君王先後傳承，法官新舊遞嬗，甚至天地也有

毀滅之期，但自然法卻絲毫也不會消逝，因為這是上帝的永恆法律，

集古往今來一切前輩法官的所有判決也不能構成一條違反自然衡平

的法」（Hobbes, 1994: 181），「研究自然法的科學是唯一真正的道德哲

學，因為道德哲學就是研究人類相互談論與交往中的善與惡之科學」

（1994: 100），「自然法⋯⋯即道德哲學的總結」（Hobbes, 1998: 56），

確實霍布斯認為這些自然法條款在自然狀態中並不是法律，而是「使

人們傾向和平與服從的品質」（Hobbes, 1994: 174），這些道德條款在

國家成立以後才成為實際上的法律（1994: 207），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說這些道德條款由主權者變成實際上的法律，並不必然等於說：

在進入國家之後，這些道德條款被實證法完全吸收，實際上，自然法

條款不但沒有從此消失，且被大量地用來「補充」與「矯正」所謂的

「主權者理性」，特別是用來補充法官進行判決時對於詮釋主權者理

性為何實定法的不足，其中最核心的自然法條款是「衡平」（Equity）， 
21霍布斯指出：「一個人若受信託在人們之間進行裁斷時，自然法要

求他秉公處理（deal equally between them）⋯⋯遵守此一自然法謂之

衡平，這也稱為分配正義，違反之則稱為偏袒」（1994: 97），在這篇

文章中，為了釐清法律與道德的關聯，我將藉由分析霍布斯的「衡平

／衡平」概念探討霍布斯的法律命令論是否以及在何處背離了法實證

主義的路線。22

「衡平」以指涉普通法的核心。
21 此處感謝審查人指出，普通法傳統盛行於 16至 17世紀的英格蘭，意指從
羅馬法以及封建時期法律所形成的法律原則或習慣法，在衡平與自然正義部

分與自然法傳統有重疊之處。
22 霍布斯在探討當時習慣法傳統時，特別以衡平法（Equity）概念來修正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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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我認為自然法並非僅是裝飾的理由在於：相對於一般將

霍布斯法理論視為某種法實證主義的理解，霍布斯再三正面肯認自

然法的拘束力，即便在進入國家建立主權者以後，霍布斯還是主張

自然法有其約束力，換句話說，霍布斯除了把自然法視為一個重要

主題以外，自然法本身也是一套具有約束力的規則，一方面約束所

有臣民，「如果某部法律對所有臣民一無例外地都具有約束力（a law 

that obliges all the subjects without exception），而又沒有明文或以其他

方式在人們可見之處公布，則它就是自然法」（Hobbes, 1994: 177）。

另一方面約束主權者，當霍布斯在強調作為立法者的主權者不受自己

頒布的實證法約束時，他不忘強調，但是「所有的主權者都要服從自

然法，因為這是神聖之法，任何個人或國家都不能將其廢除」（1994: 

213），儘管臣民應當將主權者的理性視為自己的理性，法官裁決時應

當依據主權者理性進行判決，然而這個所謂的主權者理性卻「永遠

應該被視為是衡平，因為主權者受到自然法的拘束」（he is bound to it 

by the law of nature）（1994: 177-178）。換句話說，雖然究竟霍布斯是

否認為自然法本身是「適當意義下的法律」這問題向來爭議不休，但

是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在自然法具有約束力這一點上從未讓步，霍布

斯著名地主張「自然法作為理性的誡條一般被稱為法是不適當的，因

為他們只不過是關於那些事物有助於人們的自我保存的結論或原理而

已，而法律適當地說則是有權命令他人的人所說的話，但假使我們把

自然法當成是有權支配萬事萬物的上帝所給予的命令，那麼自然法可

德華柯克（Edward Coke）所強調的「完美的理性」（perfect Reason），霍布斯
主要是反駁柯克認為衡平法可以修改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這一點，霍布斯指

出：「正義使法律完滿，而衡平法則闡釋法律，並可修正依據該法律所做出

的判決」（Hobbes, 1997: 101）。霍布斯認為衡平法可以修正法官之判決，但唯
有立法者才能修改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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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視當地稱為法（then are they properly called laws）」（1994: 100），

而因為 1668拉丁文版《利維坦》中不僅刪去了最後一句，且沒有增

添任何足以對應該句的文句。因此評論者如克利（Edwin Curley）便

因此主張霍布斯在最終版本中否定了自然法作為法的地位，這樣的評

論自然對於將霍布斯視為法實證主義者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在此我並

不否定這個可能性，這篇文章僅僅是要說：去說自然法不是霍布斯所

界定的法律是一回事，去說自然法沒有實質功能與規範性又是另一回

事，目前大部分的討論似乎都混淆了這兩件事，且把注意力集中在前

者，筆者以為這非常可能會對霍布斯討論自然法的段落產生誤解。

其次，對於霍布斯自然法有疑慮的論者通常認為霍布斯的自然法

並不具有真正的規範效力，然而這樣的看法並不完全正確。首先，他

們認為自然法在被主權者轉換為實證法之前並沒有拘束力，然而霍布

斯在多數段落中非常明確駁斥了這一點，「如果某個法律拘束所有臣

民，無一例外，而且又沒有以明文或在人們可見之處公布，那麼這就

是自然法」（Hobbes, 1994: 177），在探討國家致弱解體因素時，霍布

斯也明確表示「所有主權者都要服從自然法，因為這種法是神設的，

任何個人或國家都不能加以廢除」（1994: 213），自然法條款中特別以

衡平／衡平法對於主權者的限制最為具體，霍布斯在主權者的職責當

中闡明：首先是必須平等施法：

人民的安全要求具有主權的個人或會議對所有等級的人平等施

法，這也就是說，要使受侵害的人無分貧富貴賤都能得到糾正，

從而使貴者在對賤者施加暴力，破壞名譽或進行任何侵害時，其

豁免於刑罰的希望不大於賤者對貴者的同樣行為，這裡面便包含

衡平條款，以作為自然法誡條而言，上自主權者，下至最低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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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民都必須服從（Hobbes, 1994: 226）

平等施法包含施加適當不過量的懲罰，霍布斯界定懲罰為「由公

共權威針對某人做或不做某事是違反法律，並為了使人們能夠更好地

服從而施加的痛苦」（Hobbes, 1994: 203），而這個施加懲罰的權力有

其限制，包括不施行逾量之罰，「如果懲罰在法律本身已明確規定，

但在犯罪之後又施加以更重的懲罰，逾量之罰不是懲罰而是一種表達

敵意的行為（hostile act）」（1994: 205）。同樣道理，如果懲罰原本未

規定之罪也不算懲罰而是敵視行為 （1994: 204）；除此之外，自然法

也具體要求不溯及既往，不懲罰無辜者等原則，另外也包含某種類似

無罪推定的原則，也就是在定罪以前都不能將當事者視為可懲罰之對

象，霍布斯首先指出監禁有兩種目的：「一種是將被告加以看管，另

一種是使受罰的對象遭受痛苦，前者不是懲罰，因為任何人在依法受

審判與宣告有罪以前都不能認為可以被懲罰，因此，一個人在案件沒

有聽審之前，對於對他施加的拘束或限制，如果超過其看管所必要的

限度，以致造成損害時，這都是違反自然法的」（重點為筆者所加）

（1994: 207）。正因為霍布斯在運用衡平／衡平原則時，對於程序應

該如何進行提出十分具體的限制，有論者甚至認為這接近當代所謂的

程序正義（procedural fairness）之要求（May, 2013: 69），由這些例子

我們可以至少看出，對霍布斯而言，自然法的效力絕非空言。如果自

然法確實有效，那麼可以想見，自然法與主權者所發布的命令（實證

法）之間便存有潛在的緊張關係，這也就是說，主權者的命令有可能

在某些特定時空環境下牴觸自然法的規約，這也就是自然法在政治思

想史上的傳統功能─即對立法者施加約束─然而，對於霍布斯政

治思想所欲證成的絕對主權者而言，這樣的衝突不啻是一個主權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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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脅，霍布斯如何能夠化解這個威脅，並轉化為己用呢？我將指

出：衡平／衡平法不僅如前述提供了具體的程序正義要求，而具有真

正的效力，它也是霍布斯「實證法與自然法相互包含命題」的關鍵，

透過衡平概念，兩種法律方能夠相互補充與轉化，兩種法律之間的潛

在緊張關係與實踐上的衝突也才能被消弭。

在這個消解衝突的過程中，法官的角色相當關鍵，霍布斯認為：

國家當中主權者所任命的法官們必須要根據主權者的理性來下判決，

然而這個所謂主權者理性「永遠必須被理解為衡平（equity），〔換

句話說〕法官便受到自然法約束要遵守衡平條款」（Hobbes, 1994: 

177-178），霍布斯在探討法官作為主權者的下級詮釋者時，對作為衡

平法的自然法如何補充與詮釋主權者的命令有許多討論，霍布斯認為

不管是成文法或不成文法都需要解釋，不成文的自然法雖然有可能藉

由人人皆擁有的自然理性來了解，然而人總是受到激情的蒙蔽，也因

此「使自然法變成了最晦澀的法」（1994: 180），而成文法也難逃同樣

命運，因為「文字短的容易因一兩個字具有歧異而被曲解，而長的則

由於許多字有歧義而更加模糊不清，結果使任何成文法（無論字多或

字少）無法被好好了解，假如對制定該法的根本原因沒有透徹理解的

話」（1994: 180），各級法官的作用便是憑藉這個制定法律的根本原因

─即自然法─來解釋法規，霍布斯認為「成為一個良好的法官（ 

或良好的法律解釋者）的首要條件在於對於稱之為衡平的那一個主要

自然法有正確的理解」（1994: 184），甚至如果法官不運用衡平精神來

解釋立法者的意旨的話，對於立法者是重大的不敬（重點為筆者所

加）（1994: 183）

運用衡平來補充與解釋的例子可見於霍布斯對於一條成文法規的

討論，有一條法律規定「當有人被以武力驅逐出自身住處時，他被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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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以武力恢復之」，然而如果現在的狀況是一個人因疏忽而閒置了他

的住處，因此遭到他人侵占，此時是否仍然能夠應用同一條法律允許

他以武力恢復之，霍布斯認為「在裁判中，法官所做的只是考慮訴訟

人的要求是不是合乎自然理性與衡平，他所下的判決因此就是對自然

法的詮釋，這種判決之所以成為可信的（authentic），並不是因為這

是他的私人判決，而是因為他憑藉主權者的權威所給予的，因此這也

便是主權者的判決，因此對於當時訴訟雙方而言也就是法律」（重點

為筆者所加）（Hobbes, 1994: 181）。這段文本的重點在於：對於特定

案件中的當事人，法官依據自然法中的衡平精神所給出的判決本身

就是具有主權者權威的法律，換言之，透過法官的中介，具有衡平精

神的自然法也能夠藉由法官的判決轉化成同時具有主權者權威的實證

法，此時我們可以說，兩種法律有可能並行不悖，但問題在於：秉持

自然法衡平精神進行判決的法官是否有可能做出錯誤裁決，導致其所

產生的實證法與自然法相悖呢？換個方式來說，法官判決是否有可能

犯錯呢？當他犯錯時（也就是與自然法衡平精神衝突時）是否影響其

具有法律的效力？霍布斯的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說，真正的實證法

必須以與自然法衡平精神不相違背為前提，以下文本相當關鍵，特引

全文如下

沒有法官（包含下級法官與主權者）能夠在關於衡平的判斷上不

犯錯誤，假如他們在其他類似案件發現有必要給予相反的判決，

以更加符合衡平原則，他們有義務這麼做，沒有人的錯誤能變成

他的法律，更不用說拘束他堅持這個錯誤⋯⋯因為就這些法律是

可變的法律而言，雖然錯誤的判決是憑藉主權者的權威所給予的

（假如他知情且同意），在每一個細節相同的案件中等同於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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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法律，但是就不變的法律而言（例如自然法），這類判決在

同類案件中對於同一個法官或其他法官都永遠不能成為法律」

（重點為筆者所加）（Hobbes, 1994: 180）

具體而言，霍布斯在此處援引的例子是當時不成文法中所規定的

「若有無辜者被控犯有重罪並因為懼怕這種重罪而潛逃，即便之後在

法院中宣告無罪，但如果發現他是因為懼怕重罪而潛逃，則應被剝奪

全部財務，牲畜債款與職務。」霍布斯認為這條法律顯然違反了兩條

自然法，首先它違反了自然法禁止懲罰無辜者的要求，其次，這條法

規讓法官直接推定有罪，而未能聽取另外一方的說法，因此他們的推

定判決只是一種偏見，因此也違反了衡平原則 （Hobbes, 1994: 182），

而霍布斯明白表示這樣的違背衡平精神之法律「決不是英格蘭的法

律」（This is, therefore, no law of England）。

綜言之，我們可以看出，當霍布斯認定主權者為最高且唯一的詮

釋者的時候，他並非在說：沒有說錯誤或邪惡的法律效力不可能受影

響，他只是說：因為立法者的意圖必然是衡平，所以在大部分的法律

當中，實證法與自然法不會衝突，當實際上有衝突的時候，各級詮釋

者須依據他們各自對自然法衡平精神的理解來解釋主權者的命令，然

而主權者與各級詮釋者都會犯錯，也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並不是所有

（以判決形式出現，也因之為主權者理性）的詮釋與理解都應該被當

成有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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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讓我們回到最初的問題：對霍布斯而言，（實證）法律與道德的

關聯為何？這也就是追問：實證法與自然法的關聯為何？本文第一節

當中便指出，在法實證主義者與自然法思想家這樣的二分法中，霍布

斯的論述似乎踩在一個模稜兩可的位置，一方面霍布斯主張律即為主

權者命令，因此霍布斯式法理論與後來奧斯丁的命令論連結起來，也

導致後來哈特的批判（第二節），但另一方面，霍布斯似乎又主張主

權者命令應當受到自然法的規約與限制，因此似乎傾向自然法傳統，

而本篇文章藉由霍布斯對自然法與實證法之間關係之探討─即他所

提出的兩者相互包含之論題─要指出的是：這兩個範疇均無法涵蓋

霍布斯的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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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explores Hobbes’s account of the mutual-containment 

thesis, which has been a puzzle for Hobbes scholars. Specifically, it 

investigates Hobbes’s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and 

natural law, i.e., law and morality. While the core purpose of Hobbes’s 

political thought appears to justify an absolute power, and hence Hobbes 

was often seen as a legal positivist (akin to John Austin’s command 

theory), his account of laws of nature (supposed to impose restrictions 

upon political authority) has been gain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dditionally, I argue that Hobbes’s account of laws of nature is neither 

“self-effacing”, as some have argued, nor a “façade of absolutism”. While 

Hobbes’s conception of laws of nature as equity does not impose limits 

upon sovereign power as traditional natural laws did, it has function 

through rulings of the subordinate Judge. I indicate that Hobbes’s accounts 

of 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the Judge’s interpretation, and how the law 

is verified by the subordinate Judge, show that his legal theory has been 

oversimplified by both the legal positivist and natural law interpretations. I 

conclude that neither of these contrasting theories is able to tell the whole 

story of Hobbes’s legal theory.

Keywords: �Hobbes, H.L.A. Hart, Laws of Nature, Legal Positivism,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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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Summary

In this essay, I explore Hobbes’s puzzling claim in Leviathan that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 civil law contain each other. To be specific, I 

examine the hotly debated question of what role the laws of nature play 

in Hobbes’s political theory. The standard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seems 

to be provided by legal philosophers, who argue that Hobb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 legal positivist rather than a natural law theorist. However, I 

argue against this predominant view by questioning this dichotomy which 

might oversimplify Hobbes’s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first section, I review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including 

Ladenson, Murphy and Dyzenhaus’s interpretations. One of the key 

commonalities among them is that the positivist account of power cannot 

be equated with Hobbes’s conception of sovereign power. According to 

these interpretations abov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to account for the role of Hobbes’s account of the laws of nature: first of 

all, some commentators consider this dilemma to be fatal to Hobbes’s 

political theory because the normative limitations that are usually imposed 

by the law of nature might be incompatible with Hobbes’s well-known 

absolutism; moreover, some go further to argue that while Hobbes does 

have an account of law of nature, the role of law of nature is not limiting 

sovereign power but rather justifying it. Put differently, the fun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law of nature is reversed in order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Hobbesian absolute sovereign. Hobbes’s law of nature, in this sense, is 



140　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self-effacing”. Nonetheless, this kind of interpretation might not be able 

to account for questions such as why Hobbes develops such a substantive 

account of law of nature if he does not really mean it. Also, this kind of 

interpretation is unable to explain away the binding force of the civil law 

and even the social contract in Hobbes’s political thought.

Secondly, some commentators such as A.E. Taylor and Howard 

Warrender argue that Hobbes’s ethical theory, namely his account of law 

of nature,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his political absolutism. However, 

this interpretive strategy might not be able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Hobbes’s political thought. Lastly, some commentators 

argue that the Hobbesian sovereign is not unlimited power as usually 

thought, but rather an authority embedded within a moral community 

in which the sovereign must observe certain norms in order to establish 

legitimacy. While I agree with this, I explore further Hobbes’s claim 

that the law of nature and civil law contain each other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to show that it might not be adequate to simply show that there are 

normative elements in Hobbes’s conception of sovereign power. Rather,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how Hobbes resolves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these two kinds of law. Therefore, while I agree with the insights 

provided by the third approach, I intend to supplement it with Hobbes’s  

accoun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w of nature and the civil 

law. Specifically speaking, I argue that Hobbes’s law of na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subjects to distinguish the legitimate sovereign authority 

from a pur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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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argue this, I first examine Hobbes’s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vil law and laws of nature, that is, the mutual-

containment thesis. Hobbes explicitly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compatible 

and even “are of equal extent”. They contain each other such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laws of nature become part of civil law after the sovereign 

incorporates it into his or her commands;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third article of Hobbes’s laws of nature is Justice, which requires man 

to honor their covenant, namely by obeying the sovereign they agree to 

establish, the laws of nature contain the civil law in the sense that the 

former requires acknowledgement of the latter. It is noteworthy to indicate 

that this mutual-containment relationship causes problems for Hobbes’s  

accounts both of laws of nature and also of civil law. On the one hand, 

the claim that “laws of nature contain the civil law” seems to undercut the 

authority of laws of nature by transforming them into mere endorsement 

of sovereign pow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claim that the civil law must 

incorporate the content of laws of nature appears to impose limitations 

upon the sovereign’s commands. It seems unclear whether for Hobbes, 

these limitations are binding restriction or mere counsels. Either way, 

Hobbes’s conception of sovereign power seems to be in jeopardy.

To further explore these problems above, I argue against the 

common view that considers Hobbes a legal positivist theorist in the third 

section. To see whether Hobbes’s account differs from the legal positivist 

interpretation that has been usually attributed to him, I examine H.L.A. 

Hart’s criticism of Hobbes. While Hobbes does define the civil law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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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s of sovereign”, sovereign power itself is a normative concept. In 

other words, as some commentators insightfully indicate, the conception 

of a Hobbesian sovereign power implies some internal normative 

standards according to which the sovereign power can be assessed. In 

other words, if these normative standard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Hobbes’s  

conception of sovereign power might differ from what Hart describes. 

Nonetheless, how is this view compatible with Hobbes’s absolutism, 

which implies unlimited sovereign power? In the fourth section, I argue 

two points by re-examining Hobbes’s accounts of law of nature which he 

provided in chapters 14 and 15 in Leviathan: first of all, Hobbes’s account 

of law of nature is effective in the sense that Hobbes’s accounts of the 

limitations upon sovereign power are very concrete, such as laws of nature 

requiring the sovereign to be equitable in his administration. Additionally, 

as Hobbes explicitly emphasizes, it is always against laws of nature for 

the sovereign to punish the innocent. Secondly, to avoid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civil law and law of nature, Hobbes argues that the judg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by interpreting the sovereign’s commands, namely the 

civil law,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equity as the core of law of nature. By 

so doing, the civil law can be made compatibl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law of 

nature by Judges’ decisions in concrete cases.

This essay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much-neglec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obbes’s accounts of the laws of nature and civil law. By so 

doing, I conclude that the simple dichotomy between natural law theorist 

and legal positivist might not be able to shed fresh light upon Hobbes’s 

political thought.


